基于大数据的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多源信息融合治理研究

郑晓敏，田富俊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bookmark: _Hlk65239127]摘要：基于多源融合信息可以从宏观微观两个层次无限逼近事实真相，依此作出更为科学的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决策。政府大数据治理分为汇聚、融合、应用3个阶段，基于多源信息融合，从事前预防、事中处置和事后恢复应急管理过程构建大数据多源信息融合治理框架，包括治理主体、治理信息整合与主题数据库、信息共享与交换平台、信息安全管理保障等模块，分析在多源信息融合治理框架下，从政务资源整合、共享共建平台建设到信息安全管理保障的过程和实现途径。研究表明信息融合是提高食品安全应急管理能力的核心议题，是跨组织、跨部门协作的关键；政府必须基于共建共享的理念，将合作与共享纳入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体系中；安全与监控体系应贯穿政府大数据融合过程，通过技术工具和数据标准实现数据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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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ulti-source Information Fusion 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Emergency Management Based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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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big data provides new research ideas and practical means for food safety management as a common method of co-building sharing multi-source information resources.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source information fusion in food safety emergency management is increasing. Governing big data of governments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convergence, fusion and application. Based on multi-source information fus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pre-prevention, in-process disposal and post-recovery emergency management, proposes to build a multi-source information fusion government framework of big data, including governance bodies, governance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theme databases,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exchange platforms,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guarantees and other modules,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system of multi-source fusion information governance. Based on multi-source fusion information, people can approach the truth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and make more scientific food safety emergency management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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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bookmark: OLE_LINK84]近年来，食品产业快速发展，但食品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根据大数据挖掘工具的应用研究显示，2007－2017年间我国共发生275 890起食品安全事件，每日约发生64.3起，依然处于食品安全高风险时期[1]。伴随着整体社会的日益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基于大数据的食品安全治理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种激进的观点认为，大数据是一个理论消亡的时代，即规律的发现将取决于大数据分析结果，规律涌现不再基于理论假设[2]。但舍恩伯格等[3]认为，大数据的兴起绝不意味着理论的终结，恰恰相反的是，理论贯穿于大数据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数据收集、分析和解读都需要理论。大数据高容量（volume）、高速性（velocity）、多样性（variety）和高价值（value）的4V特性，决定了个人的认知能力无法完成信息的处理，加上大数据固有的在线应用和真实性的现实要求，信息的高度不对称问题使得大数据情境下的食品安全应急管理面临诸多挑战[4-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6]【政策文件可不著录文献，且如若著录，应著录权威官方来源】。为确保数据相关性和连续性，多源信息融合成为平台构建和知识挖掘的重要基础与常用方法。多源信息融合最早应用于军事领域，是一个处理探测、互联、估计以及组合多源信息和多层次多方面数据的过程。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整合来源于互联网、在线数据库、组学分析、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有效信息，将多源信息融合应用到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工作中。随着“社会共治”和“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深入，食品安全应急管理的管理方式、参与主体和体系框架不断发展，日益注重信息的开放程度、多元主体的协作和数据的共享。贵州“食品安全云”就是一个典型的多源信息融合治理的成功案例，其基于海杜普系统（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的大数据计算分析平台，将通过不同渠道、利用多种采集方式获取的不同数据结构的信息汇聚到一起，形成具有统一格式、集合面向多种应用的数据，构建研发舆情数据库，服务于治理主体的政用、民用和商用的互联网应用[7]。
理念和经验虽然能为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却无法解决诸如数据壁垒、“信息孤岛”等现实问题[8]。由于各级、各地政府的应急能力还存在高下之分，而这一能力的实现则取决于应急资源、财政实力、制度建设和行政文化等，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找到一套适用各地区的应急管理方案[9-10]。食品安全应急管理是一个涉及面广、影响因素众多的复杂系统，在有关处置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内容和需要厘清的关系纷繁复杂。大数据在食品安全应急处置工作中具有创新性、预见性、协同性和科学性的独到优势，为应急管理工作提供了高效、科学的方式和手段[11]。而多源信息融合技术是大数据应用的基础，其实质是模拟大脑的综合分析能力，将通过不同渠道和多种采集方式获取的不同数据结构组合在一起，以形成统一格式、集合面向多种应用的数据，以利于关联性和聚合性分析，有助于有效决策[12]。正是由于多源信息融合更侧重于信息的深度融合和关联性分析，为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中复杂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完整的信息资源和实现途径。
2  多源信息融合在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多源信息融合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展现方式，更是数据资源处理、分析和理解的有效手段。为了更好地开展应急管理工作，大数据相关技术与理念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公共安全相关工作中，多源信息融合一直是食品安全应急管理所探索和研究的主要治理方式。在食品安全应急管理的不同阶段，多源信息融合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首先，事前预防历来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重点，利用大数据多源信息融合技术可将食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过程中碎片化但前后相互关联的数据聚合成完整的知识网络。目前, 对食品安全数据的分析主要是采用Excel、SPSS、MATHLAB等数据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或采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方法进行多维度分析、回归分析及相关性分析。例如，通过数据筛选、清洗与转换，建立食品安全数据仓库，发布食品安全预警信息；高永超等[13]提取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中的食品、危害物和地区这3类要素，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掌握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名称、地区分布和危害物；Petra[14]和Gasaluck等[15]采用SPSS 统计软件对不同季节的食物和饮料进行微生物和重金属污染分析，对餐厅卫生、食源各方面检验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形成“从农田到餐桌”整个过程中食品安全问题的精准感知，及时对出现问题的食品原材料、半成品、成品进行追溯，进而提高预防的有效性。
其次，多源信息融合在事中处置阶段的应用体现在技术支撑基础上的融合与协作，多源信息的融合保证了政府应急管理工作的有效性以及同第三方组织或公众协同治理的平衡[16]。在多源信息融合方面，根据主导者不同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政府主导的，为政府各部门和应急专家收集便于决策和处置的专业性和程序性的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信息；二是，以社会公众和媒体为代表的第三方应急力量，通过大众化和简单化的方式实时收集传递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信息[17]。关于食品安全的应急决策，不仅来源于理论框架和历史决策，也来源于大数据的实时分析，实现半机器或机器化的应急管理决策，为食品安全应急管理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工作手段[18]。
最后，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事后恢复工作，一方面必须严惩因违法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责任主体（单位或个人），另一方面必须加强食品安全方面的科普教育，消除不必要的恐慌，减少风险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政府形象的修复[19]。例如2008年的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公众谈及国产奶粉的质量安全仍然心有疑虑。因此在风险事件事后恢复阶段，风险交流尤为重要。政府可运用网络空间聚集的多源数据，综合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判断由食品安全事件反映的安全监管问题，评估事件对产业的影响、公众对政府的态度和食品安全监管的信任程度，采取一定的善后措施，并公布重建工作的进展[20]。
值得一提的是，思维的转变是大数据技术与食品安全应急管理有效融合和应用的前提。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就是要把大数据思维融入到应急处置过程中[21]。虽然，多源信息融合已广泛应用到食品安全应急管理过程中，但对传统工作方式仍存在路径依赖，无形中致使应急处置工作出现数据封闭、应急反应迟缓、各自为政等问题。只有转换思维方式，才能实现应急管理方式的变革。因此，大数据时代食品安全应急管理思维应向公共服务和系统工程方面着力转变。首先，将政治思维【提法值得斟酌，建议修改。相关管理工作中讲政治是必须的】转变为服务思维。食品安全管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服务的内容之一。这种以维护公共安全为内容的公共服务与其他组织管理具有相同的职能特征又独具特色，关乎到社会的稳定和民生工程的建设，这就要求将传统食品安全应急管理的政治思维转变为服务思维。任何一种能够提高食品安全应急管理服务质量的技术、方法和理念都要适当采用，主要由公众判定应急处置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而非仅仅由上级部门判定；同时，数据壁垒已然不符合数据时代的发展，政府必须基于共建共享的理念，积极利用市场力量进行数据的获取、分析和共享，将合作与共享纳入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体系中，更好地诠释食品安全共治的合法性和公共性。其次，将周期思维转变为系统工程思维。传统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在周期思维的指导下更突出“权力”流向，应急管理阶段的划分更符合应急管理体制中指挥权力链条的设计，但在现实工作中更突出“信息”流向，不同部门具备各自独立的信息系统，在应急处置过程中缺乏横向联系，这需要通过转换成系统工程思维才能填补传统应急处置过程中分工鸿沟的问题。以食品安全事件信息链为主线，考虑应急处置中多源信息融合过程的全部要素和路径，使应急处置过程中各实体产生的信息数字化、可视化，在纵向和横向应急管理部门体系中更好地形成协同与联动。
总而言之，在大数据背景下，处理好多源信息融合与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大数据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大数据资源的最大享有者与公共政策制定者，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向社会开放共享数据资源，加快完善非涉密治理数据共享机制的顶层设计，统筹运用行政化与市场化手段整合各类治理信息，逐步实现多源信息在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中的运用。
3  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多源信息融合治理的基本框架
食品安全相关社会主体数量大、分布广和信息不对称的特点，激发了多源信息融合的现实需求。多源信息融合涉及不同场景下结构化程度不同的数据，借助大数据技术，充分利用现有数据，集约化采集增量数据，可降低数据采集的成本，可增加应急处置系统的适用性和有效性[22]。食品安全应急管理涉及治理主体、治理信息整合与主题数据库、信息共享与交换平台、信息安全管理保障等模块，基于大数据的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信息网络化、数据化、集成化的多源信息融合治理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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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多源信息融合治理框架

3.1  多源信息融合共享机制与体系建设
多源信息融合治理体系包括政务数据资源整合、共享交换平台建设和信息安全管理保障。其一，整合不同来源的信息资源，进行格式转换、清洗、整合和集成，构建用户信息数据库、标准法规数据库、检验检测数据库、舆情数据库、监管数据库等主题数据库；同时，构建统一的信息资源目录，对各部门、各单位的相关数据进行组织、分类和定义、说明[4]。 其二，建立多部门和各层级食品安全信息共享平台，对融合的信息进行汇聚、关联和分析，形成网状信息共享交换模式，服务于治理主体的政府监管系统、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企业APP、消费者APP、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应用。其三，贯穿政府大数据融合过程的是安全与监控体系，其主要通过技术工具和标准制定，规范多源信息融合的应用标准。技术工具包括监控平台、数据加密、数据储存、数据备份等；数据标准基础要求在数据采集与开放之前需要制定相关制度与规则，包括数据采集标准、数据储存标准、数据规范化标准、数据传输与文件标准、数据安全标准，按照不同的用户制定数据采集与开放的权限、方式等规则，进行数据价值的界定，包含涉密敏感、脱密脱敏可开放、非密非敏全开放等数据分级，明确数据交换的机制等。用技术保障数据的安全，用标准规范数据的应用，有利于多源信息融合的科学治理[23]。
3.2  组织架构与要素分析
我国的食品安全战略在总体格局上引入了社会共治的治理理念，食品安全保障、风险管理需要构建社会共治格局，因此，治理主体不再是传统上政府负责的单一管理模式，在大数据环境下，至少包括政府监管部门、食品企业（生产、流通、餐饮）、检验检测机构、行业协会、媒体（互联网）和消费者等各方在内的新兴国家治理体系。上述6类治理主体都是数据的生产者和应用者，主体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是多源信息融合的关键，各类主体拥有不同的信息要素（见图2）。其中，政府监管部门信息要素包括应急手段、应急时机、政府资源和信息发布；食品企业信息要素包括原材料数据、生产管理数据、进销存数据、物流数据；检验检测机构信息要素包括检验检测数据、标准数据；行业协会信息要素主要包括标准数据、科技文献数据；互联网媒体信息要素包括舆情数据、食品安全事件的地域分布、信息的扩散程度、知识结构；消费者信息要素包括购买行为数据、法律法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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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多源信息融合治理主体与信息要素

3.3  多源信息融合的数据源
食品安全应急管理的信息来源具有多源化特征，包括政府、食品企业、检验检测机构、行业协会、互联网媒体、消费者等来源渠道，而且数据形式与结构复杂化。依据信息的来源，可将大数据分为网络空间的数据、物理空间的数据和社会数据，有结构化的、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格式[24]。其中，网络空间的数据可分为富媒体数据，包括文字信息、文本信息、音频、视频、图像等；自媒体数据，包括在社交媒体、互联网用户、社交网络、自媒体等互联网在线应用过程中用户生成的数据；日志数据，包括金融服务、网购服务、运营商、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过程中用户所产生的操作、交易等日志数据。来自物理空间的数据有食品原材料采购、食品生产企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食品销售市场的视频监控数据，可运用于食品安全应急处置中；来自社会的数据包含储存于市场监督管理局、卫生行政部门、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农业部等政府部门进行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产生的文档、公文及信息系统中的政府数据（见图3）。根据数据格式的不同，采取数据接口技术、数据结构化技术、实验室仪器物联网技术、公共数据采集爬虫技术、数据架构描述等技术，将结构化、半结构和非结构数据转换成信息和知识后，通过信息压缩和提取，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同类数据抽取与综合，增强关联语义，并形成知识脉络图，实现高效表达，推动智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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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多源信息来源与转换

3.4  多源信息的融合方式
在信息处理过程中，食品安全应急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程度取决于对数据理解的深度和分析的广度。只有依据科学的方法和原则，运用多源信息融合技术，才能有效提升大数据的价值利用水平，更好服务于管理者的决策过程[25]。归纳起来，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主要通过集体智能、众包协作、在线社会聚合和信息扩散4种方式形成情景意识，促进多源信息的融合[2]。一是集体智能。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网络空间上碎片化信息的浏览获得有关食品安全事件的全景，推动事态的进程，形成集体智能[26]。集体智能体现了政府与公众共同产生关于事件信息的过程，其形成过程也是数据生成的一种方式[27]。二是众包协作。众包协作是公民通过互联网以自由自愿的形式进行协作的一种模式，有利于推动数据生成和信息资源共建、处理、整合、共享[28]。三是在线社会聚合。在线社会聚合本质上是通过大众群体在网络空间发布的论点、信息的聚集体现出的观点、情绪和行动，以分析公众在有关事件发生情境下的行为规律，促进多源数据融合[29]。四是信息扩散。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公众对事件的进展和应急处置工作进程的信息渴求直接推动了信息的扩散[30]，为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政府信息平台和社交媒体推送应急管理工作的相关信息，公众通过互联网对相关信息进行评论和转发，也是多源数据融合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不同场景以及食品安全应急管理的不同阶段，多源信息的融合方式不同，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差异。
4  结论
大数据技术在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具有很大的潜力和价值，通过多源信息融合，将碎片化信息聚合成知识网络，可提高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事前预防的有效性；在事中处置阶段，运用技术完成数据分析与知识挖掘，提高应急管理决策的科学化与精准化水平；在事后阶段，运用网络空间聚集的多源信息，综合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评估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提高警示教育效果。多源信息融合作为信息集成和表达的手段，不仅是大数据应用的有效途径，也为现代食品安全应急管理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和思路。本研究提出的大数据多源信息融合治理思路，明确了在多源信息融合治理框架下，从政务资源整合、共享共建平台建设到信息安全管理保障的过程和实现途径。研究表明：
（1）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融合是提高食品安全应急管理能力的核心议题，是跨组织、跨部门协作的关键。近年来，为了提高应急事件处置效率，促进各部门间沟通协作，各级政府大多是将信息资源的关联、互通作为发展建设的重点，政务数据资源整合突破了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部门间数据资源共享的障碍，确保了信息融合的科学性，避免重复采集。通过政务数据资源整合构建主题数据库，是消除“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统一管理的重要方式，但在多源信息融合治理过程中，信息资源的深度整合则成为治理最大的障碍。信息资源整合的关键在于信息内容的无缝联接，为了明确公共大数据间的复杂联系，在技术层面需要构建统一的信息资源目录，通过对各部门、各单位相关数据进行组织、分类和定义、说明，在逻辑上实现信息服务的一体化。
（2）数据壁垒已然不符合数据时代的发展，政府必须基于共建共享的理念，积极利用市场力量进行信息获取、分析和共享，将合作与共享纳入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体系中。目前，我国需全面建立省级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并与国家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对接，实现数据流通，服务于治理主体。由于食品安全信息的采集涉及6类不同主体的不同场景，各主体间信息的时效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存在差异，需要加强利用云计算技术对多源信息进行融合，形成有价值的信息，在食品安全应急管理过程中实现信息的共建共享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
（3）大数据时代信息的透明开放并不意味无条件的开放，如果只注重信息的采集，而未进行有效的规范，极易发生大规模侵犯隐私事件，致使信息融合成为一种社会安全隐患，因此，安全与监控体系应贯穿政府大数据融合过程，通过技术工具和数据标准实现数据安全保障。2017年5月，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已批准筹建国家食品（云技术应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信息支撑、数据接口建设等方面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保证出具的检验数据客观、公正、真实、准确。但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开放平台的建设，在数据安全和数据规范方面的技术工具和管理体系仍未完善，需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提升技术水平，以及加快健全数据标准体系，提升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多源信息融合的科学治理水平。
迄今，虽然信息融合技术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运用越来越多，但我国食品安全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技术、管理和应用范围窄等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为深入实施国家有关食品安全战略，政府有关部门应不断加强食品产业链条的资源信息整合和各级政府数据平台的开放力度，不断促进大数据技术平台的应用与发展，不断提升食品安全应急管理的数据化水平，有效解决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中信息不对称、时效性差和组织协调难等问题，进而提升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决策的科学化与精准化水平；同时，政府部门应统筹规划，建立健全大数据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信息融合过程中各方主体的责任和权力，推动食品安全多源信息的有效融合与共享，不断完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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